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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意蕴

李佃来

摘 要 除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后期哈贝马斯以及霍耐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

学，还可以在现代性批判这条理论主线上来得到解读。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直

接命定为政治哲学未必恰当，但我们却可以从中挖掘、开显出政治哲学的思想意蕴，或者至

少是从中挖掘、开显出理解政治哲学的广博视域和理论资源。因为事实上，在指向现代西方

主导思维方式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构成了当代政治哲学全面出场的重要基础；

在指向现代西方主流价值取向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为绘制当代政治哲学的图

谱提供了一个重要视点；在指向现代西方根本政治存在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介

入了当代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中挖掘、开显政治哲学的

工作，不管是对于进一步推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研究，还是对于全面把握西

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想，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政治哲学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1）06-0071-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ZDA103）；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名家暨“四

个一批”人才自主项目（2018）

按照通常的认识，如果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直气壮地解读为一种政治哲学，那么理由只在于三点：

一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以柯亨为代表的英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

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整体性地转向了对基于平等、正义的政治哲学的构建；二是作为法兰克福学

派第二代代表，哈贝马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当代实践哲学和政治哲学得以复兴的大背景下，从对

交往理论的系统构建，延伸和推进到了对民主法治国之法的规范性基础的集中探讨；三是作为法兰克福

学派第三代代表，霍耐特以开显、激活和复兴黑格尔法哲学的思想资源为基础，对正义、权利等当代政治

哲学的焦点议题进行了全面研讨。毋庸置疑，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后期哈贝马斯以及霍耐特的理论解

读和界定为政治哲学，无论如何都是恰当和准确的。不过，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的认识上，

如果仅仅将这三者解读和界定为政治哲学，那么这种解读和界定就是狭义上的，其判定的坐标系和标

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罗尔斯的《正义论》发表为契机得以复兴的当代规范性政治哲学。然而，众

所周知的事实是，“政治哲学”这个术语所指涉的，并不是一种单数的理论和范式。在政治哲学史上，除

了当代规范性政治哲学，还存在其他不同传统和范式的政治哲学。这就提示我们，要对政治哲学作出全

面的认识，要构建具有广泛涵盖性和巨大包容性的政治哲学理论，我们恰恰不宜局限于某种政治哲学的

传统和范式，而需要开启一个广义政治哲学的视角。在广义政治哲学的视角下，我们现在要追问的是：

除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后期哈贝马斯以及霍耐特，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何种意义上还可被认定为政治哲

学？或者，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何种理论话语中，还可以开显出政治哲学的思想意蕴？笔者的基本判断

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是我们解答这个问题的一个关键点。众所周知，现代性批判是贯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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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条主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中占据着关键地位。将西方马克思主义

的现代性批判直接命定为政治哲学未必是恰当的，但我们却可以从中挖掘、开显出政治哲学的思想意

蕴，或者至少是从中挖掘、开显出理解政治哲学的广博视角和理论资源。这一挖掘、开显政治哲学的工

作，不管是对于进一步推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研究，还是对于全面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

的政治哲学思想，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在指向现代西方主导思维方式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

构成了当代政治哲学全面出场的重要基础

古往今来的各种可被命定为“政治哲学”的理论，不管在传统归属和学术范式上存在多么大的分殊

和不同，在一点上却是共同的，这就是都在一种规范的层面上，本着一种价值判断去对政治事物和政治

现象进行质询和探察。如果说这一点构成了政治哲学的标志性特质，那么这个特质也就很自然地成为

政治哲学与政治学或政治社会学相区分的根本界标。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的研究虽然也不排除价值上

的设定或追问，但总体来讲，它们在学科属性上，是实证科学，而非规范性科学。不同于政治学和政治社

会学，政治哲学不是实证科学，而是规范性科学。实证科学主要探求的是“是什么”和“如何做”的问题，

而规范性科学主要探求的是“为什么”和“应如何”的问题，这两类问题存在一目了然的差异。政治哲学

作为规范性科学，固然也会涉及“是什么”和“如何做”的问题，但其主导性的思维方式，必定是非实证的，

故而“为什么”和“应如何”，必定是其关注的首要问题。这个情况意味着，在一个实证主义大行其道的时

代，往往并不具备政治哲学全面出场和蓬勃发展的有利契机和土壤，相反，政治哲学在这样的时代走向

寂寥乃至湮灭，几乎是难以避免的事情。

事实上，上述情况就真实地发生在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思想界。众所周知，17世

纪到19世纪，是一个政治哲学得到大发展的历史时代。霍布斯、洛克、休谟、卢梭、康德、亚当·斯密、黑格

尔、穆勒、马克思，都是这个时代中堪称“伟大”的政治哲学家。然而，在这个时代之后，也就是19世纪中

后期以来，政治哲学的发展却迎来了一个“冰冻期”。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段内，不仅没有产生出能

够彪炳历史的政治哲学家和政治哲学经典，甚至连政治哲学所特有的提问方式也遭到了普遍拒绝。究

其根由，主要是在这个时间段内，实证主义成了主导性乃至是压倒性的思维方式。众所周知，实证主义

是孔德之后所发展和流行起来的一种理论形式和思维方式。这种理论形式和思维方式自19世纪中后期

以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就一直占据着西方思想界的理论高地，成为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的

主导性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实证主义的强势兴起与持续繁盛，不仅决定性地影响了人们对马克思的

理解（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解为实证科学，或者否认马克思作为哲学家的身份），而且也必然从思维前

提上阻碍探求“为什么”和“应如何”的规范性科学的发展，从而必然成为政治哲学从兴盛不断走向衰微

的最重要原因。

对于这个情况，列奥·施特劳斯在 20世纪 50年代就曾作出过振聋发聩的指认和鞭辟入里的分析。

他说：“我们一直努力想给出定义的政治哲学自产生就一直得到培育，几乎从未中断过，直至不久前。今

天，政治哲学如果说还没完全消失的话，也已处于衰微又或许是腐烂的状态。不仅政治哲学的主题、方

法和职能完全无法获得一致；而且政治哲学任何形式的可能性本身都开始成为问题。……我们可以对

目前的处境做如下描述。起初，政治哲学等同于政治科学，它是对人类事务无所不包的研究。今天，我

们发现政治哲学已被切成碎片，它们就仿佛一条虫子的各个片段。首先，人们把对哲学与科学的区分应

用于研究人类事务，相应地还在非哲学的政治科学与非科学的政治哲学之间做出区分，在当前的情况

下，这种区分夺去了政治哲学的全部尊严和全部诚实。进而，以前属于政治哲学或政治科学的很大部分

现在都被解放到经济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名下。剩下的可怜的残渣，诚实的社会科学家对之并不

在意，这些残渣沦为历史哲学家还有那些尤以信仰表白（professions of faith）为自娱的人的猎物。当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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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除了作为供埋葬的材料（也就是供历史研究）或者是虚弱无力难以信服的抗议的主题，政治哲学在今

天已不复存在，我们毫无夸张。如果深入探究产生这一巨大变革的原因，我们会得到这样的答案：政治

哲学是非科学的，或者说是非历史的，或者两者兼备。科学和历史，现代世界的两大力量，最终成功地毁

灭了政治哲学存在的可能性本身。把政治哲学斥为非科学是现今实证主义的特征。实证主义……主张

现代科学是知识的最高形式，这恰恰是因为，现代科学的目标不再像神学和形而上学那样是关于为什么

的绝对知识，而是关于如何做的相对知识。”［1］（P8-9）施特劳斯在这段论述中，不仅明确地指出了政治哲

学在20世纪上半叶遭受到“衰微”“腐烂”“不复存在”的厄运，而且也以极具洞见性的眼界向人们揭示：以

“科学”为最高知识形式的实证主义，正是政治哲学所遭受的此一厄运的真正始作俑者。

不过，令人欣喜的是，政治哲学的上述厄运，在20世纪中期前后开始发生决定性的逆转。以施特劳

斯、阿伦特以及之后的罗尔斯为代表的一大批政治哲学家轮番登上西方知识界的舞台，成为20世纪50

年代之后西方知识界和思想界的最重要引领者。政治哲学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西方知识界和思想

界获得强势复苏，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而对于西方知识界和思想界来说，将20世纪50

年代之后的时代称为政治哲学独占鳌头或者以政治哲学为根本标志的时代，基本上也是没有疑义的。

进一步说，政治哲学之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逐渐走向复兴并成为一个时代的重要思想标志，在最

直接的意义上，是因为先后出现了一批善于从“为什么”和“应如何”的问题意识出发，对政治的本质予以

深层次追问的政治哲学家。而在更根本的意义上，则是因为先前一度主导西方知识界和思想界的思维

方式——实证主义，由于其根基的逐步瓦解而开始发生颠覆性的动摇。实证主义在20世纪的确经历了

一个由盛到衰的巨大变动，而造成这一变动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实证主义的自我放逐，而是在于20世

纪理论界和思想界对实证主义所进行的持续的和有力的批判。可以想见，如果没有这种批判，实证主义

是很难从一种几乎是不可撼动的地位走向式微的。

毋庸置疑，在20世纪，对实证主义进行批判的力量，是由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等理论流派和思

想传统所组成的一个“合力”。不过，在这个“合力”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其对实证

主义进行的批判，是最有力、最彻底、最具毁灭性的。实证主义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重

要主题之一和根本内容之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实证主义虽然不是现代性在思维逻辑上的一个必然

产物，但它却与现代性的那种以“确定性”为致思取向的思维逻辑保持着高度的契合性，并实际地成为19

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实证主义进行的批判，就其本质来说，

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在现代西方知识界和思想界起主导作用的思维方式的一次全面检视和审定。这

次检视和审定工作的基本目标，就在于从思维前提上，破除那种对经验性的、既有的、可通过科学方法来

得到证实的所谓“纯客观性”的绝对尊崇态度，从而为自为地把握和建构人类的行动以及社会存在，提供

一个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当下与未来相统合、相一致的认知框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

中，最能够指代这个目标的概念，是“总体性”。众所周知，在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以及法国存在主

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延展中，总体性是一条始终不变的主线。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总体性的建

构，与其对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实证主义的批判，并不是两个相互无关的方面，而是真正的一体两面。

对于这个问题，理查德·沃林在谈到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掌门人霍克海默时，曾作出过比较明确的说明：

“按照霍克海默的观点，哲学和社会科学这两门学科是必然地相辅相成的。没有一般观念指导的经验研

究将是一堆零乱的无意义的材料堆砌，仅仅是材料本身而已。它仅仅呈现了个别的专门学科之日益不

相关联的各种结果，而不是对于主流社会趋势的一致而系统的思考；像以前一样，这是一种把社会片段

的当前状况提升为某个二次方程式的实践。而且，由于被提高到方法论绝对的姿态，带着对于“事实”的

无批判尊重，经验主义表现了对于当下给定的社会秩序的全盘肯定。由于它禁欲主义地看待评价问题

或规范问题，由于它完全忽视了社会发展的重大趋势和动力，它以像晚期黑格尔（纵然出于不同理由）把

现实性和合理性同一起来那样而告终。因此，为了同实证主义社会科学之自我抵消的唯名论作斗争，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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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海默不得不求助于卢卡奇的一个范畴：总体性。追随于黑格尔和马克思之后，卢卡奇千方百计地把那

个范畴重新引入20世纪的社会哲学话语之中。因为按照霍克海默的观点，由于忽视了这个范畴，受制于

某种严格的知识复制理论的正统社会科学仍被指责为只是反映了当代社会生活的片段及其危机四伏的

性质。只有通过统一于某个理论计划，只有首先牢记作为一个性质全体的社会秩序的观点，经验研究的

成果才免于堕入琐碎的和无意义的命运之中。”［2］（P92-93）沃林在这段论述中提到的“经验主义”虽然与

实证主义并不完全等同，但两者在思维路向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和一致性，即都致力于探讨“是什么”和

“如何做”的问题，都在思维前提上构成了对规范性思考和价值论的消解。而沃林也清楚而深刻地看到，

霍克海默正是由于从卢卡奇那里借用了总体性概念并由此确立了总体性的思维框架，才得以与经验主

义以及实证主义社会科学作斗争。沃林从霍克海默这里看到的情况不是一个个例，大致说来，这是从卢

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以及法国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普遍事实。

现在问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实证主义进行的批判，作为其现代性批判的一个重要方面和维度，

无论如何都不能被直截了当地归结为政治哲学。不过，这种指向思维方式的批判，却在相当大的意义

上，为政治哲学在20世纪中期的重新复活与出场扫除了障碍，从而实际地构成了20世纪政治哲学研究

的一项准备性工作。之所以如此，其实并不仅仅是因为，这种指向思维方式的批判从根基上大大瓦解了

对政治哲学的发展造成致命影响的实证主义，同时也是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以批判实证主义为契机而

确立的总体性概念，为20世纪的西方知识界和思想界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思维框架，而这个思维框架

也正是激活和通往政治哲学的一个几乎是不可或缺的思维前提。进一步说，总体性的思维框架之所以

构成了激活和通往政治哲学的思维前提，主要是因为“布洛赫所说的‘前面’的那种东西，在总体性的结

构中得以显现出来，而这种东西，与政治哲学所假定的‘价值判断’或‘理想追求’在本质上显然并无二

致”［3］（P73）。这样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作为其现代性批判的一个重要方面和维

度，与政治哲学之间的关系，是远远超出人们通常想象的。这一批判既包含了政治哲学的思想意蕴，也

必定有资格成为我们把握20世纪政治哲学发展史的桥梁。

二、在指向现代西方主流价值取向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

为绘制当代政治哲学的图谱提供了一个重要视点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是一项综合的、全方位的批判。这一批判不仅将矛盾指向了主导现

代西方知识界和思想界的思维方式，而且也指向了现代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在现代性的框架下，

现代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概括地说，就是以“效率”“成功”“胜利”为目标的价值取向，也就是一种

“进步主义”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的理性表现形式，就是在主体—客体的思维结构下所张开的目

的—工具理性。可以说，自17世纪以来，这种进步主义的价值取向，就一直主导着西方人的价值世界，并

决定性地影响着西方人的行为方式，同时也在很大意义上造就了西方社会的文明成就。不过，自黑格尔

以来，这种进步主义的价值取向在为人们肯定的同时，也一直受到质疑、诟病和批判。大概也正是因为

这种批判意识的形成与确立，现代性才真正开始进入人们的反思层面。用哈贝马斯的话说，现代性才开

始被提升为一个哲学问题。

黑格尔之后，在对现代性之进步主义的价值取向持批判态度，进而将现代性提升为一个哲学问题的

理论力量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占有不可撼动的一席之地。事实上，从卢卡奇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就一

直保持着对这种价值取向的批判态度，而这种批判也实质性地构成了其现代性批判的重要内容。卢卡

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物化”的揭示和批判，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触及这种价值取向，因为显而

易见，在一个物化了的世界中，以效率、利润为目标的工具化思维乃是起支配地位的思维逻辑。后来的

法兰克福学派，更是旗帜鲜明地把检思和批判这种进步主义的价值取向，作为其对现代西方社会予以批

判的抓手和聚焦点，这也构成了《启蒙辩证法》以及《单向度的人》等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标志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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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叙事。法兰克福学派对这种进步主义价值取向的检思和批判，既是对以目的—工具理性为内核

的启蒙理性的检思和批判，也是对现代西方科学技术之负面价值的检思和批判，在话语形式上，则具体

体现为对“文化工业”“全面的异化”“单向度的人”“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管理化的世界”等现代性症候的

检思和批判。毋庸置疑，这些检思和批判，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所发展的批判理论的关键主题，也在很

大意义上表征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中心思想。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在现代西方社会起支配作用的进步主义价值取向的检思与批判，作为其所策划

和发动的现代性批判的一个极为根本的方面，实质也是我们绘制和把握20世纪政治哲学理论图谱的一

个重要视点。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以认识。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西方进步主义价值取向的检思和批判，开显出一条针对资本主义统治

的、以历史批判性为精神性原则和底色的政治哲学理论逻辑。

众所周知，现代性在西方社会的生成与展开，是以资本主义为实际载体和框架的，虽然在抽象意义

上，现代性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几乎所有批判，也都是指向资本主

义的。就对现代西方进步主义价值取向的检思和批判来说，其所针对和指向的目标之一，是资本主义在

20世纪的统治方式。在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资本主义的统治方式，主要还是一种依附于资本逻辑的、

以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剥削为实质内容的经济统治。根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审视，到了20世纪，资本主义

的统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的经济统治在相当大的意义上，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统治。而使这

种意识形态的统治成为可能的，就是现代性，特别是对于现代性具有表征意义的进步主义价值取向和目

的—工具理性。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种进步主义的价值取向和目的—工具理性，在让“人”成为“物”

的意义上，构成了弱化和消解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革命斗志以及普罗大众的批判精神的阴谋和推手，

而这正是20世纪的资本主义施行和维持其意识形态统治的主要方式和手段。这样说来，从卢卡奇到法

兰克福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进步主义价值取向的检思和批判，已经不是一种仅仅涵盖西方人的价值

世界和行为方式的批判，毋宁说从中所开显出来的最根本的理论逻辑，是一条指向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统

治的批判逻辑。既然这一批判逻辑触及的是资本主义的统治，那么，将之在理论形式上归结为一条政治

哲学的理论逻辑，也是不无恰当的。

进一步说，上述针对资本主义统治的政治哲学理论逻辑，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在理论特色和精神特

质上具有一脉相承的共通性。它们之间所具有的一脉相承的共通性，就在于都是以历史批判性为精神

性原则和底色的政治哲学，从而都与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形成了根本分野。概括地说，近代以

来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如同20世纪70年代以来得到复兴的当代规范性政治哲学，都是在“肯定式”而

非“否定式”中确立起来的、以“理论建构”而非“历史批判”为宗旨的政治哲学。这种以理论建构为宗旨

的政治哲学所发挥的一个实际功能，就是为资本主义在制度层面上的设计或修缮提供伦理规范前提，而

不是本着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从根基上向资本主义制度提出和发起挑战［3］（P54）。与这种政治哲学不

同，马克思以考察和批判资本主义为前提而发展起来的政治哲学，则绝不在于从“理论建构”的问题意识

出发，为一个既定的社会在制度层面上的设计或修缮提供伦理规范前提，而在于站在“历史批判”的至高

点，深刻揭示以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为参照系而确立的资本主义制度之不可自解的矛盾。与马克思的政

治哲学大致相同，西方马克思主义通过检思和批判现代西方进步主义价值取向而开显出来的针对资本

主义统治的政治哲学，也不在于为资本主义在制度上的重建或自我完善提供价值前提和理论指导，而在

于为批判乃至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提供和确立一个可能性的角度（虽然在这个角度上所形成的批判未必

是鞭辟入里的），所以简言之，是历史批判而非理论建构，构成其最鲜明的底色。在从马克思到西方马克

思主义的线索上所发展起来的这种以历史批判性为底色的政治哲学，虽然通常很难进入政治哲学研究

者的视野，但在笔者看来，它却是我们完整地勾绘政治哲学理论图谱特别是20世纪政治哲学理论图谱所

不能忽视的部分。当然，认识和把握这种政治哲学的学术意义，也不仅仅在于让我们建立起一个研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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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哲学的完整框架，同时还在于为我们跳出近代以来以“主流”自居的西方规范性政治哲学的范式提供

一个新视角。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西方进步主义价值取向的检思和批判，与施特劳斯立足当代、回归古

典的政治哲学在问题意识上形成了相互参照。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西方进步主义价值取向的检思和批判之所以能够构成我们绘制和把握20世

纪政治哲学理论图谱的一个重要支点，不仅仅是因为这一批判本身就表征和指示着一种独特的政治哲

学理论逻辑，同时也是因为这一批判构成了我们理解20世纪政治哲学的最大显学之一——施特劳斯政

治哲学的一个有趣参照系。要对这个问题作出一个清晰的理解，需要对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出场背景

有一个准确的认识。

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一，施特劳斯是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介入政治哲学的。其独

特性，就在于他对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政治哲学的回溯。他的这种回溯，通常

被认为是对现代社会的一种根本背叛。不过，正是这种“背叛”，让他旗帜鲜明地建立起一种现代性的问

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的内核，就是现代性批判。施特劳斯之所以不遗余力地要求回归古典政治哲学，

是因为在他看来，在现代性的行进过程中，存在着只能借助于古典政治哲学才能够看清和予以纠正的根

本错误。以施特劳斯之见，古典政治哲学在总体上是一种以最佳政制为主题的德性论政治哲学。探索

最佳政制的思维前提，是对事物的自然本性以及对最高和最终真理的探寻。这种探寻既代表了一种“上

升”的思维方式，也代表了一种“上升”的价值取向。站在这种“上升”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至高点上

审视现代性，则会发现后者的一个根本错误，就是不管在思维方式上还是在价值取向上，都在走一条“下

降”路线。这条“下降”路线在思维方式上表现为实证主义，在价值取向上则表现为工具主义。施特劳斯

所指认和批判的工具主义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实质上就是西方17世纪之后所确立起来的以“效率”“成

功”“胜利”为目标的“进步主义”价值取向。可以说，在20世纪，对这种进步主义价值取向的批判，不仅是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也是作为政治哲学家的施特劳斯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情结。这种

批判堪称是一个时代的重大问题，而这个问题将本来没有实质性生活交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施特劳

斯归在了同一个思想阵营。这种批判对于施特劳斯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因为它是施特劳斯以回归

古典为方向来开展政治哲学研究的根本动因之一和根本叙事框架之一。如果这一点表明，施特劳斯政

治哲学研究的重心并不在于回归古典本身，而在于通过回归古典来批判以进步主义价值取向为标志之

一的现代性本身，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这种价值取向的批判，其实就不仅构成了我们理解施特劳斯

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参照系，它甚至本身就已经本然地蕴含了施特劳斯在政治哲学的理论谱系中所聚

焦和讲述的问题，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像施特劳斯那样，在一个“古今之争”的特定政治哲学框架

下来确立其批判。

三、在指向现代西方根本政治存在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

介入了当代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下，现代性的展开是一个全方位的事件和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所呈现出

来的，不仅有对现代性而言具有标志意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也有可被称作是“政治存在”的现象。

对现代西方根本政治存在的审定与批判，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个方

面作出最有冲击力的阐说的，莫过于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将现代西方的根本政

治存在，在总体上审定和指认为一种“极权主义”政治。对于“极权主义”政治，作为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

重要成员的马尔库塞是这样指认的：“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生产和分配的技术装备由于日益增加的自

动化因素，不是作为脱离其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的单纯工具的总和，而是作为一个系统来发挥作用的。

这个系统不仅先验地决定着装备的产品，而且决定着为产品服务和扩大产品的实施过程。在这一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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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产机构趋向于变成极权性的，它不仅决定着社会需要的职业、技能和态度，而且还决定着个人的需

要和愿望。因此，它消除了私人和公众之间、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之间的对立。对现存制度来说，技术

有助于促成社会控制和社会团结的更有效、更令人愉快的新形式。……面对这个社会的极权主义特征，

技术“中立性”的传统概念不再能够得以维持。技术本身不能独立于对它的使用；这种技术社会是一个

统治系统，这个系统在技术的概念和结构中已经起着作用。……在技术的媒介作用中，文化、政治和经

济都并入了一种无所不在的制度，这一制度吞没或拒斥所有历史替代性选择。这一制度的生产效率和

增长潜力稳定社会，并把技术进步包容在统治的框架内。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成政治的合理性。”［4］（导

言P6-7）

不难看到，马尔库塞在这里是基于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检视，来指认极权主义政治的。根据他的检

视，现代西方发达的工业社会，在本质上已经成为一个以技术为中介的严密体系，亦即一个典型的技术

社会。技术在这个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已经不能在技术本身的界限内来认识，毋宁说需要在政治统治的

层面上来理解。换言之，技术在现代西方发达工业社会中，已经具有了政治统治的功能，技术的合理性

已经变成了政治的合理性。而由于技术构成了现代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最重要基础之一，所以这个社

会的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也变成了一种技术政治。这种技术政治的最大特点，就是极权主义，故而这种

技术政治，也就是一种极权主义政治。这种极权主义政治不是一个瞬时的政治现象，而是代表了现代西

方的根本政治存在。

进而言之，马尔库塞之所以将这种技术政治审定为极权主义政治，倒不是因为这种政治的作用力来

自技术，而是因为技术发挥政治作用的方式，具有极权主义的特点和性质。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发挥

政治作用的方式，在于其潜移默化但又无比强大的抑制性机制。通俗一点讲，这里的抑制性机制是指：

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现代科学技术越是给人创造出便利的物质性条件并使人越有可能得到充裕的物质

性成果，人就越是会信任、依赖、服从现代科学技术，从而也就越是会丧失多样化的个性需求以及自由的

理念与行动，最终听命于以科学技术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管理体系和政治统治系统。“抑制性的社会管

理愈是合理、愈是有效、愈是技术性强、愈是全面，受管理的个人用以打破奴隶状态并获得自由的手段与

方法就愈是不可想像。”［4］（P7）如果说技术在发挥政治作用时所具有的这种抑制性机制，制造的是一个

以技术为逻辑起点的同质性和齐一化状态，那么依马尔库塞的分析，这个机制所具有的极权主义的特点

和性质，就是显而易见的。

不难看到，马尔库塞从西方发达工业社会中所检视出来的以技术为中介和前提的极权主义政治，作

为20世纪的资本主义统治方式，实际上指的就是意识形态统治。在这种极权主义政治中，科学技术所具

有的职能，就是意识形态的职能。而马尔库塞对这种极权主义政治的批判，也就是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

的批判。在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延展中，这个批判是一条几乎没有中断的主线，马尔库塞的

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将这个批判予以主题化处理，并由此将之推向一个高点。在此意义上，马尔库塞对

极权主义政治的检视、指认和批判，其实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中的一个个例，相反，它代表了

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在指向现代西方政治存在时的一个共识性的聚焦点，虽然卢卡奇等人并没

有使用“极权主义”这个术语。

如果结合上文论述可知，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以技术为中介的极权主义政治的

指认和批判，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指示和代表着那条针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统治的、以历史批判性为

底色的政治哲学理论逻辑，那么我们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这一指认和批判所具有的政治哲学意蕴，还

展现在其他方面。具体地说，这一以“极权主义”为目标和矛头的指认和批判，本身就指示着当代政治哲

学在复活和走向复兴过程中的一个核心议题。这个核心议题，概括地说，也就是如何通过批判极权主义

来拯救人的自由。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借助于阿伦特这个重要的参照点来加以解释。

众所周知，阿伦特是20世纪最著名、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一。阿伦特政治哲学的最主要论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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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极权主义批判。阿伦特对极权主义所进行的批判，建基于她关于人类活动的理论。在阿伦特看来，人

类的活动主要有三种，分别是劳动（labor）、工作（work）和行动（action）。虽然这三种类型的活动都可以

成为政治的前提，但最能体现政治之本质的是行动，这是因为行动具有复数性和不可预见性的特质，而

这两个特质在彰显自由之品格的同时，也体现着政治的本质。但阿伦特认为，20世纪的西方政治，在很

大程度上是一种建基于工作的政治。工作作为一种活动类型的标志性思维逻辑和展开方式，是制作

（making）。而制作的一个标志性特点，是建立一个有起点有终点的、首尾如一的融贯性结构。这个融贯

性结构，就是导向和制造极权主义的一个框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阿伦特看来，“极权主义体系想要

证明，行动可以以任何假设为基础，在融贯一致的行动推演中，特殊的假设会变成真的，会变成实际存在

的现实。作为融贯行动之出发点的假定可以要多疯狂有多疯狂；行动总是以制造事实为结束，而事实到

那时总是‘客观’真实的。于是，最初仅仅是个假设，可以被实际的事情证实或证伪的东西，在融贯行动

的推演中变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反驳的事实。换句话说，作为演绎出发点的公理并不需要像传统形而上

学和逻辑学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自明真理；它也根本不需要符合在行动一开始被给定的客观世界内的事

实；行动的过程如果是融贯一致的，它就会发展下去，直至创造出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内，假设变成了

公理性的和自明的”［5］（P83-84）。阿伦特在这里是要告诉人们，极权主义并不是远在天边的东西，它其实

就体现在随处可见的、由制作所建立的融贯一致的行为结构中。由于工作和制作在20世纪已经成为大

行其道乃至占统治地位的活动方式，所以20世纪的西方政治，也已在总体上不可避免地退行为一种极权

主义政治。

阿伦特批判极权主义的目标之一，就在于拯救自由。自由是整个20世纪政治哲学的一个根本主题，

也是阿伦特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和落点。对于自由的重要性，阿伦特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中

作过一个特别说明：“真正说来，自由不是作为一个问题，而是作为一个日常生活的事实而为人所知晓的

领域，是政治领域。直至今日，无论我们知不知道，当我们谈及自由难题的时候，政治问题以及人是一个

天生被赋予了行动能力的存在者的事实，都总是在我们的心中浮现出来；因为在人类生活的所有能力和

潜能当中，行动和政治是唯一我们如果不至少假定自由存在着，就根本无法想象的东西。如果不是或隐

或显在涉及到人的自由的问题，我们就几乎不能碰触任何政治话题。此外，自由不仅像正义、权力或平

等之类，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领域中的众多问题和现象之一；而且，自由实际上是人们在政治组织内共

同生活的理由，只不过在少数情况下变成了政治行动的直接目标，如在危机或革命年代。没有自由，政

治生活本身就是无意义的。政治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是自由，它的经验场所是行动。”［5］（P138-

139）如果说阿伦特在这个说明中，将自由认定为政治的前提、基石和内核，那么她的极权主义批判最后

以自由问题为落点之一，就是顺理成章的，而通过批判极权主义来拯救人的自由，自然也就构成了她的

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议题。

无论就理论基础而言，还是就传统归属来说，在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极权主义政

治的批判与阿伦特对极权主义政治的批判之间，都存在显而易见的不同。不过，这两者之间的共性，也

值得我们注意。之所以说在它们之间存在共性，并不仅仅是因为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和阿伦特，都是将批判的对象命名为“极权主义”，同时更是因为，他们在对极权主义所作的诊断以及在

对自由的诉求上，并无根本差异：阿伦特从工作、制作和极权主义逻辑中所梳理出的融贯性结构，与马尔

库塞从以技术为中介的极权主义政治中所看到的同质性和齐一化状态，大致说来，指涉的是同一类现象

和问题。这类现象和问题的实质，就是抹杀自由个性和多样化存在样态的同质化逻辑的延展。从这个

情况来看，马尔库塞对极权主义予以批判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解构这种同质化逻辑，来为人的自由

个性的解放提供一个可能性的政治方案。而这一点，与阿伦特并无二致。

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阿伦特在批判极权主义上的共性，是一种深层次的共性。

这种共性的深刻根基，并不在于它们在问题意识和理论设计上的偶然巧合，而在于时代和历史的重大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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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问题给理论家们提出和赋予的共同使命和任务。可以说，以同质化逻辑的延展为重要特征的极权主

义的泛起，是在法西斯主义猖獗和人类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不断走向对他者的征服的20世纪所凸显出

来的一个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检省与审察，自然也就成为一个重大的、属于一个时代的理论家们的共

同任务。由此可见，通过批判极权主义来拯救人的自由，并不是独属于阿伦特的一个政治哲学议题，而

是一个具有巨大历史感的时代性议题，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样也参与到有关这个重

大政治哲学议题的批判与阐发中，虽然马尔库塞等人在其极权主义批判中，并没有直截了当地使用“政

治哲学”这个词汇。在这个意义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在指向现代西方根本政治存上介入

了当代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是站得住脚的，而从这个方面来挖掘和开显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

政治哲学意蕴，也必定是富有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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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Implications of Criticism Of
Modernity of Western Marxism

Li Dianlai（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addition to analytical Marxism, Jürgen Habermas's later thoughts and Axel Honneth's theo‐

ry,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western Marxism can also be interpreted from the criticism of modernity. It is

not appropriate to directly define the criticism of modernity of western Marxism as political philosophy, but

we can excavate and reveal the implication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or at least the broad perspective and theo‐

retical resources to underst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Because in fact, in the examination and criticism of mod‐

ern western dominant mode of thinking, the criticism of modernity of western Marxism constitutes an impor‐

tant basis for the overall appearance of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in the examination and criti‐

cism of modern western mainstream value, the criticism of modernity of western Marxism provides an impor‐

tant viewpoint for drawing the map of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Also, in the examination and criti‐

cism of modern western fundamental political existence, the criticism of modernity of western Marxism has

intervened in the core issues of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cavate and

reveal the implication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from the criticism of modernity of western Marxism, not only

for further promoting the research of the criticism of modernity of western Marxism, but also for comprehen‐

sively grasping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western Marxism.

Key words western Marxism；criticism of modernity；political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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